
处境与实践视角下的社会事实
———梅洛 － 庞蒂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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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二战前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法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并与法国本土化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了典型的“法兰
西”特征。 梅洛 － 庞蒂作为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其基于知觉现象学的角度
开展的工作对社会学的法国传统产生了明确的影响。 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
梅洛 － 庞蒂通过自己对于现象学式处境的研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关于“社会事实”的理解和社会学研究的独特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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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即他人，是我们与他人所建立的相互关联。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ｂ：２５）

自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以后，现象学运动的中心逐渐从德国移

往法语世界（施皮格伯格，１９９５：５９０）。 从一开始，这一具有历史意义

的“迁徙”就体现出两个实质性的特征：存在主义式的解读 ／误读，尤其

是以萨特的工作为代表的误读，以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交汇。① 经

典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正是与这一法国化存在主义思潮结合在一

起，并通过对人的主体性（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与个体性（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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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波利特（ Ｊ． Ｈｙｐｐｏｌｉｔｅ） １９３９ 年所翻译的《精神现象学》 以及他和科耶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èｖｅ）对于该著作的解读，几乎成为此后法国知识界从 ３Ｈ 一代（即受黑格尔、胡塞尔和

海德格尔影响的一代）向 ３Ｍ 一代（即受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影响的一代）思想史变

迁的基本底色。 用列斐弗尔（Ｈ．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的话来说，二战以后，法国知识界可以说是将

重新发现黑格尔辩证法视为了“决定性的哲学事件” （波斯特，２０１５：５）。 梅洛 － 庞蒂甚

至明确以如下的陈词来致敬黑格尔：“在过去这个世纪，所有的伟大哲学观念———马克思

和尼采的哲学、现象学、德国存在主义以及精神分析———都源出于黑格尔。 正是黑格尔

开启了探索非理性并将其纳入某种扩展的理性的尝试。 迄今为止，这仍然是我们这个世

纪的任务”（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ａ：６３）。



问题（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７９：８）的讨论而发展成为一种法国式新马克思主义

（ｎｅｗ⁃Ｍａｒｘｉｓｔ）流派的（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７９：３）。
作为这一交汇的代表性人物，梅洛 － 庞蒂将关于“生活世界”的思

考作为理解人之存在的入手点，①发展出知觉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式

马克思主义，成为法国 ２０ 世纪中期在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工作。
其思想中统领性的观点体现在前后一以贯之的“处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这个

概念之上。 梅洛 －庞蒂对这个概念的现象学理解一直都与马克思早期

的工作存在着某种亲和力。

一、共在的处境

梅洛 －庞蒂尤为重视“处境”这一概念。 在其早期作品《行为的结

构》中，梅洛 －庞蒂开篇即指出，他试图去理解意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３：３）。 这一关系可以是有机体式的、心理学的甚至

是社会的。 对此种关系的界定几乎是他关于处境最早的理解，即“通
过因果关系而既外在于彼此又绑定彼此的一种诸事件的多重性”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３：３）。 在《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梅洛 － 庞蒂通过

一种现象学式的“共在” （Ｍｉｔｓｅｉｎ）的态度讨论了个体与处境之间的辩

证关系，并将人的行为置于现象学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之中（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３：５）。

（一）梅洛 －庞蒂的观看与还原（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对于梅洛 －庞蒂来说，在胡塞尔之前，现象学作为一种“运动”已

经发展了很长时间，可以在黑格尔（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克尔凯廓尔（Ｓ．
Ａ． 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马克思（Ｋ． Ｍａｒｘ）、尼采（Ｆ． Ｗ．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和弗洛伊

德（Ｓ． Ｆｒｅｕｄ）等人的作品中找到痕迹。 因为现象学意味着一种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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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洛 － 庞蒂所受到的现象学影响主要来自于胡塞尔，尤其是胡塞尔的晚期手稿。 １９３９
年，梅洛 － 庞蒂在鲁汶大学查阅胡塞尔手稿，由此将“我思” （Ｃｏｇｉｔｏ）通过己身（ ｌｅ ｃｏｒｐｓ
ｐｒｏｐｒｅ）与生活世界（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联系起来，成为其现象学思考的入手点。 虽然同胡塞尔

许多其他学生如舒茨（Ａｌｆｒｅｄ Ｓｃｈüｔｚ）和古尔维奇（Ａｒｏｎ Ｇｕｒｗｉｔｓｃｈ）一样，梅洛 － 庞蒂并不

满意胡塞尔对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分析走向，然而与生活世界相关的思考却成为了梅

洛 － 庞蒂开展工作的关键入手点。



风格，而非某种固定的教条（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ｖｉｉｉ）。 从这一现象学

的角度来说，“问题在于描述，而非解释或分析”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
ｖｉｉｉ），这是“重返事物本身”这一现象学口号的首要要求。 遵循这一原

则，梅洛 －庞蒂要求回到在科学世界之前的知觉世界，因为“我关于世

界的所有知识，哪怕是我的科学知识，也来自于我自己的独特观点，或
者来自于我关于世界的经验，没有这些经验，科学的符号就会毫无意

义”（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ｖｉｉｉ）。 所谓回到知觉世界，就意味着首先要

理解和返回到“在知识之前的这个世界”（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ｉｘ）。 这

并不是说要返回人的主体性，而是说对于主体性的理解要从处境出发，
因为人“处于世界之中，只有在世界之中他才获知他自己” （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 这一观点来自晚期胡塞尔，然而对于“处境”这个概念

的强调，已经体现出他们二人在现象学道路上的差别。 梅洛 － 庞蒂将

处境视为“我思”与胡塞尔式超验主体间性（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前提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ｉｉ）。 在这一前提下，现象学的还原手段被梅

洛 －庞蒂当作“观看”生活世界及人的在世之在的方法。 来自于这一

还原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完全还原是不可能的”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１９６２：ｘｉｉｉ）。 因为我们的存在乃是一种在世之在，我们永远处于某种处

境之中，“反思也在时间流中被执行”（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ｉｉｉ），所以，
“不存在能够把握我们所有思维的思维”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ｉｉｉ）。
在这一前提下，思想不能将任何现象视为理所当然，意味着要求理解永

远“不断更新的重新开始的体验”。 总之，非反思性的生活乃是“反思

的原初的处境”（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ｉｉｉ）。
由此出发，梅洛 －庞蒂认为，胡塞尔关于“本质”（ｅｓｓｅｎｃｅｓ）的理解

乃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不能由此而中止我们关于世界知觉的考察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ｉｖ）。 我们在世界之中的生存往往由于与世界

的纠缠过于紧密而无法被认识到，所以我们总需要某种理念场域（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ｄｅａｌｉｔｙ） 来帮助我们“熟悉和克服其实在性（ ｆａｃｔｉｃｉｔｙ）” （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ｉｖ）。 梅洛 －庞蒂所理解的作为手段的本质还原的意思就

是去理解经验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 梅洛 －庞蒂在此用了一个非常有

名的比喻：“就好像渔夫的渔网从大海深处打出鲜活的鱼儿和海藻一

样，胡塞尔的本质必然会带来关于经验的所有那些活生生的关系”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ｉｖ）。 沿着此种方向，梅洛 － 庞蒂决意要将他所

理解的事物本身———世界———展示出来。 也就是说，他试图要去“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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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作为一种对我们存在的事实而存在的、在任何主题化之前的世界”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ｖ）。 从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初衷来说，梅洛 －
庞蒂对于知觉的分析可谓“离经叛道”，但是他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是胡

塞尔真正的追随者，因为他同样要求“必须对真实进行描述”（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 只不过梅洛 － 庞蒂希望由此出发去探索“知觉的世

界”亦即处境，将世界同时理解为部分的给定、部分的构成、暧昧含混

性以及它们的综合。 正如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

对于“人”的考察是从他所处的关系中去考察的那样，梅洛 － 庞蒂在

《知觉现象学》中所提出的“存在于世界之中”并非彻底否定传统的“我
思”，而是如上所示，将主体性理解为同时在世界中的我思。 这就是

说，“世界完全在我之中而我完全外在于我自己”（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
４０７）。 主体与世界不可分割。 所以在论及对人的理解时，梅洛 － 庞蒂

尤为强调人的关系，甚至在 《知觉现象学》 中引用圣埃克苏佩里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ｄｅ Ｓａｉｎｔ⁃Ｅｘｕｐéｒｙ）的《作战飞行员》一书中的句子来结尾：“人
不过是一种关系的纽带，只有这一点对他来说才是重要的” （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４５６）。 在这一方面特别能看出梅洛 － 庞蒂的思想与马克

思早期思想的亲和力。 从人与劳动的关系、人与劳动的产品的关系以

及从“生产活动”本身来理解人的存在，而非仅仅将人理解为一种独立

存在的主体性，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典型特征（马克思，２０１２ａ：５３）。
梅洛 －庞蒂在这方面与马克思的亲和力是后来他接受和进入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条件。

（二）从知觉（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到历史

对于此种世界和人的理解要从知觉开始，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我

所感知到的东西”（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ｖ）。 从感知出发，这个世界就

并非一个外在、客观、独一无二的客体，而是一种个体身处其中的处境。
这一处境不是行为主体思考的对象，“而是我所生活、历经的东西。 我

向这个世界开放，我非常确定我与其处于沟通之中，但是我并不拥有这

一世界，它是无穷无尽的”（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ｖｉ）。 这就是“构成了

世界之世界性 （Ｗｅｌ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ｄｅｒ Ｗｅｌｔ） 的世界的事实性 （ ｆａｃｔｉｃｉｔｙ）”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ｖｉ）。 显然，梅洛 － 庞蒂在此通过海德格尔式的

思考推进了胡塞尔的方法，甚至可以说颠倒了胡塞尔的方法。 这种颠

倒与阿尔弗雷德·舒茨对于胡塞尔的颠倒又不相同。 舒茨悬置了胡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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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式的对于日常生活的疑问与悬置，同时保留了意向性的取向，由此带

来了考察作为意义之构成的生活世界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更贴近社会

学的处理方法。 梅洛 －庞蒂的思考在基本方向上与舒茨的工作是一致

的，然而由于对世界的理解更贴近海德格尔，所以对我们从社会理论的

角度来理解他构成了更大的困难。 不过，这一困难也意味着丰富的成

果：在对事实与世界的理解上，梅洛 － 庞蒂甚至比舒茨更接近韦伯，也
更像是一种现象学式的理解社会学。 在这一方面，梅洛 － 庞蒂是通过

拓展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实现这一认识的。 在梅洛 － 庞蒂这里，意向

性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将世界作为现成的已经‘在那里’（ｄéｊà ｌà）的世

界揭示出来” （施皮格伯格，１９９５：７５８）。 由此，梅洛 － 庞蒂也扩大了

“理解”这个概念，使得这一概念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对于“真实不

变之本质”的把握，也使得现象学成为了发生现象学。 无论所要理解

的对象是所感知的事物、某个历史事件还是某种理论，这种理解所关心

的就是“要领会整体的意向”，这种领会关心的并不只是表象的过程，
还扩展到了在各种存在物即其处境之中所“表达的存在的独特方式”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ｖｉｉ）。 就对于每一种文明的理解而言，这种理解

并非是去寻找客观性思维所发现的那种数学—物理类型的规律，而是

发现某种关于他人、自然、时间与死亡等存在的独特行为方式的准则：
“历史学家能够利用并重述的表达世界的特定方式”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１９６２：ｘｖｉｉ）。 梅洛 － 庞蒂称其为“历史的维度”。 在这一理解的角度

下，“所有的人类词语和举动，即使是出自于习惯或者心不在焉，也都

有其意义”（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ｖｉｉ）。 偶然性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
在这一逻辑下，偶然性相互补充，成为重重叠叠的无数种“这个世界”
的必然维度。 堆叠的事件再度成为处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历

史，或者说理解具有历史性的人类社会，就要从意识形态、政治、宗教以

及经济等角度去进行（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ｖｉｉ）。 梅洛 － 庞蒂借用马

克思的名言“历史并不用其头脑走路，同样，历史也并不用其脚来思

考”，将这种整体性的理解风格比喻成“身体式”的理解，要求我们去关

心作为整体的身体。 由此，马克思对于梅洛 － 庞蒂的影响也愈发明显

起来。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从知觉到历史的思考线索，就是经典马克

思主义式的思考风格。 因为马克思将人理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也就

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

和政治关系……是现实中的个人” （马克思，２０１２ｂ：１５１）。 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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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 － 庞蒂也明确主张历史的不可分割性 （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
ｘｖｉｉｉ）。 这样的理解必须要对作为理解者的研究者加以反思，因为我们

都身处历史之中，而这样的历史有其自身的开放性。 所以对于历史意

义的理解就要明白：主体不仅在时间之中，而且还承受着时间，被投入

到时间中（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４２２）。
通过这一思考，梅洛 － 庞蒂试图将“极端的主观主义与极端的客

观主义”结合进“关于世界的概念或关于理性的概念之中” （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ｘｉｘ）。 这是一个我与他人同时共在、彼此互相掩映和嵌入

的结构。 所以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概念是统一而无法分离的，正如我

无法彻底区分开在当下的经验和过去的经验，也无法彻底区分开我自

己的经验和他人的经验一样。
总结而言，梅洛 －庞蒂将“真实的”物体理解为“一系列不确定视

角的无限综合，其中每一个视角都与它有关，但任何一个视角也不能将

其穷尽”（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２：１１）。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达到真理。
梅洛 －庞蒂只是要求对思想的过程进行具体分析（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２：
２３）。 从对知觉的研究出发，梅洛 － 庞蒂希望能够观看到思想和现实

的事物本身，并带来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以便能够“使我们面对着在

场的、鲜活的存在”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２：３２）。 这种方法造就了梅洛 －
庞蒂对历史和社会的理解：将历史视为一种沟通交流的关系。 如此一

来，主体间性就成为主体性的基本维度（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２：３４）。 他人

和我通过身体性的方式而非类推的方式在同一个世界之中共存。 这就

是梅洛 －庞蒂所理解的知觉的首要性，也是梅洛 － 庞蒂解决怀疑论和

悲观主义的关键（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２：３４）。 这种对于历史和社会的理

解，还需要在与萨特思想的对张中进一步表现出来。

二、处境、偶然性与实践：萨特、韦伯与卢卡奇

（一）对萨特的批评：从历史的处境到历史唯物主义

梅洛 －庞蒂与萨特在思想上的相互影响与批判以及二人友谊的决

裂是 ２０ 世纪法国思想史的一桩公案。 众所周知，这一决裂与二人对马

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苏联及法国现实政治的态度分歧都有着密切的关

系。 从梅洛 －庞蒂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这一决裂并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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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萨特在哲学上的观点差异首先就是在“身体化现象”上的观点对

立。 尽管梅洛 －庞蒂至少在 １９５５ 年的《辩证法的历险》之前都可以说

是一位萨特主义者（波斯特，２０１５：１３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萨特

没有批评。 这一批评从 １９４５ 年的《知觉现象学》里对自由概念的考察

以及在该著作结尾部分针对萨特的论断中就已经出现了（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４５５）。 后来，在对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书的评论中，梅
洛 －庞蒂又明确批评了萨特所重视的“我关于我自己的观点和他人关

于我的观点之间的对立，自为与自在的对立”这一观点，认为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应该是“活生生的结合与沟通”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ａ：７２）。
从这一点出发，梅洛 －庞蒂对萨特的系统批评最后集中在了后者缺乏

社会理论这一点上。 这一批评对于梅洛 －庞蒂极为重要，因为他认为，
如果缺少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 梅洛 －庞蒂强调，要真

正理解和发扬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观点，并将其引入其存在主义

现象学。 所以他强调说：“我们必须分析介入，也就是历史的主体与客

观条件相结合的那一刻，分析阶级是如何在意识到自身之前而存在

的———简言之，社会的状况和共在（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的现象。 《存在与虚

无》尚未提供这种社会理论”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ａ：８１）。 可以说，梅
洛 －庞蒂 １９４６ 年在法国哲学学会的演讲“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

论”中所下的判断“历史即他人，是我们与他人所建立的相互关联”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ｂ：２５），就是针对萨特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狱”
的回应。 这一在社会理论面向上的判断来自对“存在”这个概念的不

同理解。 对于梅洛 －庞蒂来说，身体是一个积极交往的主体。 从身体

的角度来理解存在，那么，“‘存在’一词有且只有两个含义：一个作为

物而存在，另一个作为意识而存在”，而身体则表明了这二者在存在意

义上的混融状态（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１９８）。 梅洛 － 庞蒂的英译者曾

对这两位学者做过如下比较性总结：“对于萨特，身体是陷于他者注视

下羞耻的、恶心的和最终异化的载体。 在梅洛 －庞蒂看来，身体乃是世

界以及我们和其一起在爱和理解中劳作的他者的载体，并且是我们纠

正错误或克服暴力必须诉诸的根基。 在萨特看来，身体是世界腐坏的

媒介；而在梅洛 －庞蒂看来，身体象征着世界和社会的组合”（奥尼尔，
２０１０：３７０）。 这两种对于身体化的不同理解必然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和

社会观点。 对于梅洛 －庞蒂来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劳动和暴力

这些极端总是我们基本社会生活的历史维度”（奥尼尔，２０１０：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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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这一身体置于历史、政治和社会现实之中，通过强调群体在

“筹划上的交互性和主体间性” （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梅洛 －庞蒂推进了存在主义在社会理论中的面向，尤其是马

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面向。 在这一推进中，从含混状态而来的偶然

性非常重要，因为如上所述，这带来了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 梅洛 －庞

蒂将偶然性视为实存状态。 对他来说，世界并非完全理智性的，而是存

在着许多 “被黑暗的广阔区域所分割开来的发光的星云” （ ｒａｄｉａｎｔ
ｎｅｂｕｌａ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ａ：４）。 相应的，文化的世界也是非连续性

的，有其“隐秘的突变” （ｓｅｃｒｅｔ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理性的最高形式与非理性

接壤”（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ａ：４）。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梅洛 －庞蒂看来，萨特所理解的社会和马克

思主义都是既没有历史（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１１０）、也没有社会性他人

的孤独者的社会和马克思主义（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１１２）。 所以他认

为，萨特的共产主义观念“是对辩证法和历史哲学的抛弃” （梅洛 － 庞

蒂，２００９：１１４）。 与萨特不同，梅洛 － 庞蒂将处境的共在理解为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的发生之处：“辩证法不像萨特所说的那样表现为一种目

的性……而是一个经验场———每一要素在这里都向其他的要素敞

开———的整体的、原初的融合……这是一种并不构造整体，而是已经处

在整体中的思想”（梅洛 －庞蒂，２００９：２３８）。
在梅洛 －庞蒂那里，这种对于辩证法的理解始终如一。 作为与萨

特决裂的标志性作品，《辩证法的历险》一书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承

接着科耶夫关于“主奴辩证法”的理解（波斯特，２０１５：１１）和依波利特

对于苦恼意识和异化等概念的考察（波斯特，２０１５：２２），梅洛 － 庞蒂在

这部作品中更加明显地将人理解为人的不足。 也就是说，人需要从自

身之中出来，在不是他自己之处成为他自己：“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
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 （波斯特，２０１５：３１）。 这是一种非常法国

式的辩证法：“自我隐秘的、私人的结构是一个共享的、公共的现实”
（波斯特，２０１５：２２）。 不过，这一理解仍然遵循着从哲学到社会理论的

路径：“主体—客体的二元性正是梅洛 － 庞蒂给出的主奴辩证法的抽

象版本”（朱特，２０１６：１０３）。 与之相比，萨特并没有提供对历史的此类

理解。 在梅洛 －庞蒂看来，无论是萨特的他人概念、自由概念还是介入

概念，都只是纯粹意识下的个体决定，而没有关照到交互性和主体间性

的世界，历史的辩证法因此成了不可能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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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解被梅洛 － 庞蒂完全应用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之

中。 不过，在梅洛 －庞蒂那里，这一理解和应用很早就出现了。 《知觉

现象学》中关于性别身体的讨论部分已经初步显示出梅洛 － 庞蒂的历

史唯物主义观与他在本书中发展出来的存在主义之间的亲和力：“使
得经济成为历史的经济，同样使得历史成为经济的历史” （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１７１）。 这一说法意味着梅洛 － 庞蒂拒绝将经济理解成一

种封闭的客观现象，而是要将这种作为历史基础的经济理解为“生产

力与生产形式的一种对抗（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①只有当生产力“从其匿名

化状态中浮现，意识到自身，并能够向未来赋予一种形式时”，这种对

抗才会消失（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４５：１９９）。 此种视角下的经济是嵌入在

历史中的。 当然，他同样强调社会的维度对于理解经济的重要性。 梅

洛 －庞蒂将经济置于社会中，强调它的处境性，即：“经济并非一种封

闭的体系，而是整体和社会实在存在的一部分”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
１７２）。 由此，梅洛 －庞蒂自认就像弗洛伊德扩展了“性欲”这个概念一

样扩展了“经济”这个概念。
对于梅洛 －庞蒂来说，这是其理论从哲学走向社会理论的必然路

径，因为经济处境是人之生存的实质部分。 在这种视角下的行动者是

鲜活的：“不仅是经济主体，即作为生产中的一种要素的人，而且在更

为一般的意义上是鲜活的主体，是作为创造性的人，是一个试图为他的

生活赋予形式的人，是爱着的或恨着的，是艺术作品的创造或不创造，
是有孩子的或没有孩子的人”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１７１）。 总之，梅
洛 － 庞蒂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远非经济中的因果性逻辑，而是要从生产

和工作方式的领域扩展开来，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将其建基于社会存

在，即“存在与共存的方式，建基于人的关系之上”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１９６２：１７１），或者毋宁说建基于社会学的行动者之上。 如此，对于处境

的理解就扩展到了历史性的社会之中，并且带来了关于“含混性”的理

解：“含混性是内在于事物之中的”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２：１７２）。 通过

这一工作，梅洛 －庞蒂实现了从个体到社会的过渡。
所以，对于处境的重视必然带来对历史和社会的重视。 在梅洛 －

庞蒂看来，历史作为社会存在的核心要素，“不仅是冲突的领域，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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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意义的领域”（施皮格伯格，１９９５：７４２）。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
洛 －庞蒂拒绝像萨特那样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做出强制区分。 在他所理

解的辩证法中，梅洛 －庞蒂明确承认哲学思考的限度，并相信经典马克

思主义也是如此（梅洛 －庞蒂，２０００：３３）。 所以，如果要在历史和社会

的层面上讨论辩证法，那么这一辩证法只能是关于人类的，而非关于

“客观事物”的，因为一方面人类通过作为共在的实践而克服了异化的

状态，另一方面，“人类事件的偶然性……不再是历史逻辑中的一种失

败，而是其条件”（梅洛 －庞蒂，２０００：３３）。 所以对于梅洛 － 庞蒂来说，
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这一判断恰好使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否认世界是他者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证明

人已经完全进入（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世界之中，在实践中终结了二元论”（波斯

特，２０１５：１６２）。
从《辩证法的历险》到其遗著《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梅洛 － 庞蒂对

萨特的批评愈加彻底，主题仍然集中：萨特否认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关

系，而这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存在主义式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和批评，也体现在梅洛 －庞蒂对于具体社会与政治现象的讨论中。

（二）科斯特勒的问题

１９４７ 年，梅洛 － 庞蒂第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作品《人道主义与

恐怖》出版。 作为对亚瑟·科斯特勒（Ａｒｔｈｕｒ Ｋｏｅｓｔｌｅｒ）轰动一时的披露

苏联大清洗的小说《正午的黑暗》（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ａｔ ｎｏｏｎ）和政论集《瑜伽修

行者和委员》（Ｌｅ Ｙｏｇｉ ｅｔ ｌ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ａｉｒｅ）的回应，本书也旨在讨论对于

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与暴力（ｖｉｏｌｅｎｃｅ）之间那种紧密关系到底该作何理解。
它的出版在法国知识界引发了广泛讨论，甚至导致了法国左翼知识分

子群体的分裂，①早已成为 ２０ 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一个重要的章节

（朱特，２０１６；阿隆，２０１２）。 对于这部著作，其英文译者约翰·奥尼尔

（Ｊｏｈｎ ＯＮｅｉｌｌ）认为，我们必须将其置于法国在冷战中的处境和法国知

识分子对这一处境的反思中才能理解。 在“二战”中，法国知识分子曾

做出过抵抗或合作 ／通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 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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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阿隆，２０１２）。



战”之后，法国知识界普遍陷入了政治的激情之中（班达，２００５）。 诸如

暴力、性、背叛、通敌等相关主题成为这一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思

考维度（朱特，２０１６）。 法国的知识分子讨论苏联问题的时候，必然会

将自己的历史和生命情境带入到思考中。 而梅洛 － 庞蒂所要做的，就
是提醒思考者们注意到自己的这一历史处境和生命情境。

在美苏冷战这一背景之下，梅洛 － 庞蒂的思想所呈现出来的面貌

就更为复杂了。 在梅洛 －庞蒂看来，《正午的黑暗》这部小说在法国引

发的轰动正是当时法国知识界缺少实质综合思考力的表现。 奥尼尔在

为《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英文版所作的序言里指出，在这部作品中，
梅洛 －庞蒂致力于“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解读”（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１９６０：ｘｉ），而我们需要在法国当时具体的语境下来理解这一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哲学性与历史性的解读。 奥尼尔认为，梅洛 － 庞蒂在《人道

主义与恐怖》一书中并不仅仅是要讨论“革命与责任之间命运式的关

系”，而是基于其一以贯之的知觉理论，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政治行动、
真理和责任之间关系的理论（奥尼尔，２０１０：３５５）。 在这一理论的基础

上，我们才能理解这部著作。
对于梅洛 －庞蒂来说，科斯特勒的这部著作提出了时代的问题，也

成为理解何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契机。 梅洛 － 庞蒂自认追随马克

思，拒绝仅仅从制度或者被宣称的观念层面，而是从人与人的现实关系

层面来理解社会和社会事件。 他认为，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不应

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辩论的唯物主义哲学，而更应该是“一种关于社

会的具体研究（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ｕｄｙ）准则”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ｘｉｖ）。 这一

准则要求我们，对于社会的理解与评判必须穿透其“基本结构”而到达

“人的关系”层面，这就不仅要求分析法律关系，还要求理解“劳动的诸

种形式，爱恋的通路，生存与死亡”等等（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ｘｉｖ）。 所

以他认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下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因为真正的人道

主义一定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本质关系，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

认和共存。 而这样的人道主义如果要完全实现，那么其承载者一定是

无产阶级。 在梅洛 －庞蒂那里，这种无产阶级具有如下的历史形象：既
是政治经济的客观因素，也是主体意识的体系，更是一种既是事实又有

价值的共存方式———历史逻辑把劳动力和人的真实经验联系在了一起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１２７）。
梅洛 －庞蒂由此强调，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的严肃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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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要在“人的关系” （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的基础上来进行（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ｘｖ）。 他承认，当时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确实与暴力有关，
然而仅仅从这一理解出发，无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中更为广阔的内容和目标，也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人性的关系”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ｘｖ）。 这是梅洛 －庞蒂回应科斯特勒的抨击时所

秉持的态度。 他提出，为了理解发生在苏联的事情，法国知识分子有必

要反躬自省一下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发生在法国的事情，以便设身处地体

会一下在具体情境下对革命暴力的理解。 只有在理解了具体时代背景

与处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真正展开讨论。 也就是说，要将行动者置于

他所身处的具体历史、社会和政治现实之中来进行理解 （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ｘｖｉｉ）。

在梅洛 －庞蒂看来，《正午的黑暗》一书的主人公卢巴雪夫（Ｎ． Ｓ．
Ｒｕｂａｓｈｏｖ）和作者科斯特勒两人马克思式的历史理解都并非马克思的

原意，因为马克思式的历史是“人类的各种价值通过一种进程展现出

来，这一进程可能会包含辩证式的曲折，但是至少不会完全忽略人的意

愿”（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１６）。 而对于上述两人来说，历史成为一种与

个体完全无关的“外在强力”（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成为“事实的纯粹力量”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１６）。 梅洛 － 庞蒂认为，卢巴雪夫错误地理解了

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理性的，而理性的就是存在的”，将其误解

为“对一切历史之名存在的事物的任意辩护———而这个历史比我们更

知道其自身的走向”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１６）。 若不考虑科斯特勒在

小说背后预设的态度，那么这部小说本身只是描述了一系列辩证的处

境，这种辩证的根源在于，人类没能从外部找到与他内部自我相一致的

形象，但是又无法避免从外部去看待自身。 对于梅洛 －庞蒂来说，科斯

特勒的真正问题在于，将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视为一

种“不可知的上帝”的形象，忽略了个体，同时“也没有注意到作为马克

思主义之关键的主体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排列”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
２３）。 然而无论如何，科斯特勒确实通过《正午的黑暗》提出了现代马

克思主义者乃至一般知识分子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即个体与社会和个

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个人，在于其历史角色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６０）。 对于梅洛 －庞蒂来说，命运就是政治，政治

意味着在历史核心的可能性（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与所发生之事（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之
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是在“多变性（ｅｖｅｎｔｆｕｌ）的多重性（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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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必要性的唯一性” （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之间的冲突，后
者是当我们在将某种可能性处理为一个现实时，在将某种未来处理为

当下的时候所身处的状态。 所以梅洛 － 庞蒂说，“人既不能将他的本

性压缩为自由与判断力（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他称之为事件的过

程的，不过是他所看到的过程而已———也不能质疑历史审判的能力，因
为在行动之中，他已经与他人并且越来越与人性的命运建立了密切的

关系”（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６４）。
梅洛 －庞蒂信奉马克思那句对于批判理论的著名界定：“批判，就

是从根源上掌握事物。 但是对于人来说，根源就是人本身” （Ｍａｒｘ，
１９７０：１３７）。 所以他重视个体。 他认为，马克思真正的贡献并非在于

将人的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而是将经济问题还原为人的问题。 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资本论》是《精神现象学》的实在（ｃｏｎｃｒｅｔｅ）版
本，因为前者真正关心的，是“经济的运行与人的实现”（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１９６０：１０１）。

梅洛 －庞蒂拒绝科斯特勒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简单假定，如在

瑜伽修行者（将政治行动精神化）和政委（用历史强制力的名义来客观

化其行为）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 他认为，政治行动和革命责任之间

具有本质性的两难性（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因为一方面暴力是人类

存在 ／生存的基本境况，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梅洛 －庞蒂将马克思主义

理解成为一种共在的实践哲学：所有的人互相拥有，而真理是具有普遍

性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奥尼尔认为梅洛 － 庞蒂并非是从事后论证的

角度来为苏联的大清洗辩护，而是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

主体话语来理解”这整个事件（奥尼尔，２０１０：３６１）。
总结说来，梅洛 －庞蒂强调，马克思将人与动物的区别理解为人可

以创造其生活、文化和历史的“生产方式”，因此意味着人具有“绝对的

原创性” （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ｘｖｉｉｉ）。 然而这一关

于人的理解并未成为马克思式政治行动的第一原则。 梅洛 － 庞蒂认

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认为非暴力只会强化既有的暴力和相关的生产

系统———暴力总是存在的。 然而，使用暴力是有危险的，这一危险就在

于暴力会长期持续下去。 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实质性的工作

是要找到一种会伴随着人的未来的到来而消退的暴力（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１９６０：ｘｖｉｉｉ）”。 这也是为何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暴力正是这种暴力

的原因，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可以使他们在所有差异之外而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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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并因此而能够 “建立人性” （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１９６０：ｘｖｉｉｉ）。

（三）韦伯式马克思主义

在面对上述这些历史、自由和真理的问题时，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的工作对于梅洛 －庞蒂变得特别重要起来。 如上所述，梅洛 －
庞蒂已经明确认识到了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主张要在切身的

生存环境之中来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 主体既生活在历史情境之

中，经历历史的偶然性，又觉醒并创造历史。 这一在哲学视角上的含混

性带来了立场的含混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梅洛 －庞蒂是一个两面派。
梅洛 －庞蒂在此转向了韦伯关于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理论，认为韦

伯的表述是他本人态度最为犀利的表达。 通过对韦伯“政治作为天

职”那篇演讲的回顾，梅洛 －庞蒂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在责任伦理和

信念伦理中二者选一。 在现代处境下，直面事实的勇气非常重要。 因

为政治的主要内容是权力，而权力会带来暴力，所以“政治就其本质来

说是非伦理的”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ｘｉｉ）。 然而，在经历了二战之后，
欧洲人已经无法直接面对和思考暴力，所以在面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

的传统时，“他们没有办法承受仍然遭受暴力威胁的思想，也没有勇气

承担实践自由的代价”（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０：ｘｉｉ）。
面对这一困境，秉承“面对事实本身”的勇气，梅洛 － 庞蒂通过重

返西方马克思主义历程中辩证法问题的演变来寻求答案。 在《辩证法

的历险》一书中，梅洛 － 庞蒂基本延续了他此前从知觉哲学中发展出

来的历史观与社会观，更为明确地将其与现实实践结合在一起。 他将

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关于历史理解、多样性（Ｖｉｅｌｓｅｉｔｉｇｋｅｉｔ）和创造性

选择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拷问的哲学”（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７３：２９）。
梅洛 －庞蒂对于此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首先从反对两种历史观或

政治观出发：他既反对根据某种构想出来的“完美”原则讨论政治和理

解历史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是不真实的———当然也是不严格的（梅
洛 －庞蒂，２００９：１），也同样反对阿兰（Ａｌａｉｎ）所主张的与“理性的政

治” （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ｒａｉｓｏｎ ） 相 对 的 “ 知 性 的 政 治 ” （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ｅｎｔｅｎｄｅｍｅｎｔ）。 梅洛 － 庞蒂依然从整体的意义上来理解政治，他认

为，“政治从来都不是意识与逐个发生的事件的面对面，它从来都不是

一种历史哲学的简单运用，它也从来不是直接地考虑全体。 它始终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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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是一些局部的整体（ｄｅｓ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一个时间周期，一组问

题。 它不是纯粹的道德。 它不是一部已经写就的普遍历史的某一章

节。 它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行动”（梅洛 －庞蒂，２００９：２）。
这种对于政治的社会学理解，成为梅洛 － 庞蒂的典型视角。 他强

调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进一步从社会学的角度，将上述这种思考

政治与历史的方式视为一种现代人心灵的映射：“这种关于历史的绝

对净化的观念，这种关于没有惰性、没有偶然、没有危险的制度的观念，
乃是我们的焦虑和孤独的颠倒的反映”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４）。 梅

洛 －庞蒂说，真正的革命家，比如马克思，并非这种意义上的革命家，因
为马克思有着介入和创造的一面，也关注在每一个历史当下时刻的

“切身”，而非总体性概览历史：“（真正的革命家们）亲历他们的时代，
而不是像小人物那样在那里寻求遗忘那些极其个性化的念头。 他们清

楚地知道历史不是需要去沉思，而是需要去创造；他们从自己那里贡献

给革命的东西，不是关于千禧年主义（ｍｉｌｌéｎａｒｉｓｍｅ）的模糊根据，而是

对各种事件的敏锐理解”（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４）。 在这个意义上，革命

并非一蹴而就的某件事情，而是某种类似于韦伯所说的“志业”，在每

时每刻都经历着考验，因为每一时刻都是总体性的历史与它自己的创

造的结合，而前者并不意味着理性政治式的关于历史的总体性理解：
“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后如同在革命前一样，每一天，面对每一问题，
都重新发现有待于创造的东西；他不用航海图，基于当前的视景而航

行。 关于历史的秘密知识并不会给出其道路的知识” （梅洛 － 庞蒂，
２００９：４）。 从此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梅洛 － 庞蒂敏锐地

把握了理性的政治和知性的政治这两种分歧同时面临的问题，并将其

视为现代性的问题：“知性的虚假谨慎没有避开整体的问题，而理性的

自信也未能躲过境况的问题”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５）———我们必须积

极地寻找一种恰当的综合。
梅洛 －庞蒂之所以重视韦伯，首先是因为韦伯的工作正是寻求上

述这种综合的尝试。 更为重要的是，韦伯的工作向梅洛 － 庞蒂表明了

“在何种条件下一种历史辩证法是严肃的”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２７）。
梅洛 －庞蒂认为，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亲和力的研究合

理地理解了历史与作为一种实践的自身认知之间的关系。 韦伯的社会

学研究向梅洛 －庞蒂清晰地指出了这样一种思考：“它不是一种没有

摆脱认知与现实之循环的历史小说，而是对这个循环的沉思”（梅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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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蒂，２００９：２７）。 对于梅洛 － 庞蒂而言，这种对待历史知识的态度是

一种沉思的恰当起点。 韦伯并不承认存在着某种独立于主体与历史的

知识。 社会学家的“目光”和其所看到的问题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梅洛 －庞蒂，２００９：２）。 实践不同于认识。 如果说针对历

史实在的无限性，认识“通过增加视点，通过各种临时的、开放的、机动

的，即有条件的结论来回应它”，那么实践“则通过各种绝对的、偏执

的、无法辩解的决定来回应它”（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 梅洛 － 庞蒂认

为，韦伯为我们克服认识和实践的二元论提供了一种严肃途径。 韦伯

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例如理想类型的理论，实际上表明了一种梅洛 －庞

蒂尤为赞赏的立场。 就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研究而言，这种立场认为：
“问题不在于与已经经历过的事情相符合，而在于破译所做过的事情

的整体意义”（梅洛 －庞蒂，２００９：３）。 为了理解一个行动，需要构造起

视域，而这视域“不仅是行动者的视角，而且还有‘客观的’背景” （梅
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 韦伯尤其清楚研究者自身与其所身处历史和所

沉思、所研究、所叙述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认识和行动是一个单一实

存的两极。 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因此不仅仅是一种知性关系，一种旁观

者与场景的关系。 如果我们与过去无关，我们就不可能成为旁观者；行
动如果不对整个过去的事业做出结论，为整个历史剧展示最后一幕，它
就是无关紧要的。 历史是一个奇怪的客体：一个属于我们自身的客体；
我们不可替代的生命，我们的原始的自由在如今已经消失的另一种自

由中已经被预示、被牵连、被上演过了”（梅洛 －庞蒂，２００９：４）。
所以可以说，梅洛 －庞蒂通过阐述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之亲和关系的研究，建立了一种关于历史的辩证法。 在韦伯眼中，
历史是有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历史简单理解为某种观念的

“某种纯粹发展”，历史的意义与偶然性通过某种人类的创造而结合在

一起———在韦伯这里，这一创造是“通过重新聚集离散的材料而建立

起一个生活系统”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１１）。 以韦伯所做的工作为例，
梅洛 －庞蒂试图表明思想家与所思之物的关系，他说：“一个系统的意

义在开始时就像一幅画的图像意义，它更多引导着画家的动作，而不是

指向他产生的结果，并且与哲学动作一起进展；或者，我们还可以把它

与被说的语言的意义相比较，这种意义不能通过概念归结到言说者的

思想中，或归结到语言的某种理想类型中，它毋宁是一系列不知不觉汇

聚在一起的言语活动的潜在的中心。 当历史想象力的这些产物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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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关系变得显而易见时，历史的话语就以‘理性化’或‘资本主义’来
宣告结束了。 但历史并不是根据一个模式而发挥作用的：它恰恰是意

义的来临。 说那些合理性因素在凝结成一个系统之前就已经是相关

的，这只是一种谈论方式，即这些因素一旦被人类的意向所占有并加以

发展，它们就应该能够相互确认并形成一个整体”（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
１２ － １３）。

韦伯承认历史的含混多样，承认其多种的亲和力关系。 这种立场

极其困难。 韦伯试图保全欧洲历史的某种独特性，同时又要承认这一

独特性处于一种发展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韦伯必须要承认，他本人及

其研 究 也 处 于 这 一 历 史 之 中。 一 方 面， 他 作 为 欧 洲 的 文 化 人

（Ｋｕｌｔｕｒｍｅｎｓｃｈ），亦即“欧洲文明之子”，固然是一种现代性的理想类

型，而另一方面，韦伯清楚地知道，“科学的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种

产物，就是‘理性化’的或者说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环节” （梅洛 － 庞

蒂，２００９：１６）。 就此而言，韦伯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承认这种

历史转向它自身，“并假定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主宰我们的生

活，对生活的阐明是可能的”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１７）。 为了做到这一

点，韦伯将“头脑的清明”置于必要的前提之中。 这一清明不仅是指承

认自身选择能力和赋予意义的能力，同时还包括对于文化的清醒理解。
韦伯清醒认识到知识的关联性，认识到任何知识都是既成的“文化人”
所看到并赋予意义的某个无限世界中的片段。 由此，对于历史的理解

并非是任意的，而是与自身的、我们（作为群体的）当下息息相关的，是
“属于我们的过去”在理解中成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能够生活在

真理之中”（梅洛 －庞蒂，２００９：１８）。 这种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一个

外在的上帝或我们只能记录其结论的隐匿的理性，它是这样一种形而

上学的事实，即同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既在我们这里又在我们之外

运作，既在我们的现在又在我们的过去中运作”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
１８）。 梅洛 －庞蒂认为，对历史偶然性的深刻认识使韦伯同时拒绝了

完全的理性政治和彻底的知性政治所意欲的连贯的推理或僵化的伦理

要求，而试图在针锋相对的两条道路之外，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
这意味着：承认不存在没有希望的境遇，但也不存在能够终止所有偏

离、耗尽其创新能力并枯竭其历史的选择。 或许能够克服这种不确定

性焦虑的一点是：每当作为“文化人”的个体试图整理过去以对历史做

出解释即进行实践时，我们就重新展开了过去的运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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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梅洛 －庞蒂看来，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韦伯又与其他的自由

主义者不同。 因为韦伯代表了一种可以自我怀疑的知性政治。 韦伯承

认恶之花，并将其作为清明的头脑所必须认知的一部分。 所以韦伯基

本上是在用一种英雄主义的方式同时维持着链条的两端：“让真理和

决断，认识和战斗同时运行”（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２４）。 也就是说，同时

承担起价值伦理和责任伦理，作为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仅理解，而且

采取立场———去行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洛 － 庞蒂认为韦伯回应

了知性政治与理性政治的困境。 他的英雄主义固然对于人有极高的要

求，然而这一立场“使领导者真正地激活了政治机器，使他们的最个人

化的行动成为所有人的事情”（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２６）。 对于梅洛 － 庞

蒂来说，这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 １９１７ 年的俄国革命中所做的事情。
这种对于历史的理解，也是他所认识到的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四）作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不过，对梅洛 －庞蒂来说，韦伯在“相对主义”的道路上停住了，没
有推进到底，“依然受到一种无条件、无视点的真理观念的主宰” （梅
洛 －庞蒂，２００９：２９）。 而自认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梅洛 － 庞蒂并没

有止步于此，所以在《辩证法的历险》中接下来将主要讨论线索集中在

卢卡奇（Ｇ． Ｌｕｋáｃｓ）的研究，尤其是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上。 在

他看来，卢卡奇承接了韦伯所发起的那个开端，深化了韦伯的思考。 卢

卡奇试图在韦伯之后将思考“推进到‘把主体和客体的概念相对化’的
地步”，并试图由此而“重新找到某种总体性”（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２９），
这种总体指的是“支配权的总体”，是指“我们已知的全部实施的融贯

汇集”（梅洛 －庞蒂，２００９：３０），以及主体自身“在历史中认识到自己，
又在自身中认识到历史”———这并不意味着一种黑格尔式主宰一切的

历史观，而是“参与到一个总体化的任务中”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０）。
在这部作品中，卢卡奇承接韦伯对加尔文教徒的分析，并指出清教徒式

自我证明救赎行动的总体性效果是“加尔文主义的选择要求与所有其

他的选择进行比较，而如果每一选择最终都应得到理解的话，那么所有

的选择要求共同组成一个单一的行动”（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０）。 对于

卢卡奇来说，这是辩证法的活生生的案例，因为“辩证法就是这种连续

的直觉，就是对实际历史的连贯的读解，就是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让人

痛苦的关系和无休无止的交换所作的恢复：只有一种认识，即对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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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生成中的世界的认识，而这种生成把认识本身包含在内”（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０ － ３１）。 这是鲜活的认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就此而

言，“历史是已经实现的哲学，正如哲学是形式化的、被还原为其内在

关联、其可理解的结构的历史一样”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１）。 梅洛 －
庞蒂认为，这是卢卡奇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完整

的、没有教条的哲学”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１）。 正如马克思并不将资

本理解成一种物，而是理解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样（马克

思，１９７５：８３４），梅洛 －庞蒂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历史还原到它

的某个区域：它是对个人与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源关系的陈述，
这种关系确立了主体在客体中的异化，而且，如果我们把运动倒转过

来，它也将确立把世界重新整合到人之中”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２）。
与前人不同，马克思“将这一事实看作是原初的”，也就是说，梅洛 － 庞

蒂理解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需要

“求助于人的创造”（梅洛 －庞蒂，２００９：３２）。 承接此前的讨论，梅洛 －
庞蒂再度强调马克思主义之中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二者的区分。 对于

梅洛 －庞蒂来说，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这二者“既非在物理因果性的意

义上是必然的，甚至也非在系统的必然性的意义上是必然的”（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３），而这就意味着一种主体也在其中起作用的总体性辩

证法。 这种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种革命哲学，这种革命哲学意味着两

个环节不断交替上升：一个环节是“对历史的解读”，以便“使历史呈现

出哲学意义”，而另一个环节就是“回到现在”，这样就能够使得“哲学

作为历史而显现”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４）。 在卢卡奇这里，马克思主

义在历史中发现意义并不是说存在着某种必然朝向于某种目的的“不
可抗拒的趋向”，而是说“有一个问题或拷问内在于历史” （梅洛 － 庞

蒂，２００９：３８），从而使得对于历史的理解“可以和过去其他的结果一道

被积累，以便构成一个单一的有意义的整体”（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８）。
对于卢卡奇来说，历史不是某种预先写好答案的问题，也不是依据某种

精确观念建构出来的，这是梅洛 － 庞蒂此前再三强调的观点。 卢卡奇

将资 本 主 义 描 述 成 “ 社 会 的 社 会 生 成 ” （ Ｖ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ｕｎｇ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这一观点已经非常接近梅洛 － 庞蒂所说的共在状态。
然而，这并不是说社会的发展从属于某种“永恒的本质”，而是说，“这
个生成的诸环节彼此连锁，相互应和，逐步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时间，一
种解决的否定性条件便因此汇集在一起了”（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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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指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文明的进程”或者历史性的“进步”，
因为只有在“整体结构中才有进步”（梅洛 －庞蒂，２００９：３９）。

历史“只有通过各种不对称、残存、消散和退步才能显露出来”，是
不完善的，意识的功能在于使它完善（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４１）。 历史与

意识通过辩证法而联系在了一起。 这是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的意义。
对于卢卡奇来说，“把主观性融入历史又不将它当作一种副现象的马

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髓、它的文化价值，最后，还有与之密

切关联的它的革命意义”（梅洛 －庞蒂，２００９：４１）。
通过对卢卡奇的这一解读，梅洛 － 庞蒂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区分

开来。 他认为，卢卡奇的贡献就在于将哲学视为一种实践，而非教条。
哲学成为“历史在人的经验中的链接本身” （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４５）。
对历史进行解读，并不是要用某些庞大而华丽的概念如意识、真理、总
体等来做简单分析，而是要在具体的社会存在（如无产阶级）那里进入

到历史本身之中。 正如马克思所说，“‘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

想活动”（马克思，２０１２ｂ：１５４）。 所以重点在于实践。 这种实践是一种

深刻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其“意义是把我们安置在一种

秩序里，这不是认识的秩序，而是交流、交换、交往的秩序” （梅洛 － 庞

蒂，２００９：５３）。 在此，梅洛 － 庞蒂的理论基础再度落实到了共在上。
这种共在是一种运动性的共在，是一种历史性的共在，是无产阶级这一

概念的核心与这一历史存在的先进之处。 进而言之，这不仅是一种对

于无产阶级的认识，也是对于共产主义意义上的政党的认识（梅洛 －
庞蒂，２００９：５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才具有创造性，也才

具有真理性。 问题不在于寻找关于历史的抽象真理，而是必须要介入。
介入实践的同时需要摒除对确定性的紧张感，对有待被造就的将来的

无限距离以及行动的曲折保持宽容。
在这种意义上，梅洛 －庞蒂重新强调了偶然性，要求恢复自然的偶

然与神秘性，尤其承认历史中的偶然性与含混性，将偶然性视为历史的

条件，惟其如此，才存在真正的历史，也就是说，梅洛 －庞蒂所捍卫的是

历史的未完成性与开放性。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知道历史不可避免

地走向何处，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就既不再具有重要性也不再具有意

义”（梅洛 －庞蒂，２０００：３３）。 同样在这种意义上，梅洛 － 庞蒂发展出

了非常独特的关于社会事实的理解。 这一理解接近韦伯所开创的理解

社会学的传统，同时又有着法国 ２０ 世纪思想史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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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社会事实的新理解

虽然梅洛 －庞蒂的思想在后期有所变化，不过，他的核心坚持仍然

一以贯之，即将“实践”理解成为一种“交流和表达”，而非仅仅是在和

理论相区分的意义上的那种实践（奥尼尔，２０１０：３７２）。 在这一前提

下，梅洛 －庞蒂认为自己的工作与社会学密不可分。 在《哲学家与社

会学》一文中， 梅洛 － 庞蒂强调了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亲和力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９８）。 他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分离既来自于对哲

学和社会学的流俗误解，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其中最主要的后果就

是社会学学者的基本学科取向：“在研究社会事实的时候，就好像后者

外在于他一样，就好像其研究与他所具有的社会主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的
经验即主体间性毫无关系一样”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９９）。 对于梅

洛 －庞蒂来说，客观主义的社会学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只
有经由类比或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相对比，我们才能扩展对于各种

社会关系的经验并获得关于他们的恰当观点”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
１００）。 简言之，“只有将我们所经验的社会关系置于一种想象的变动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中”，我们才能够获得对于这些经验的新的社会学

理解（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１００）。 所以梅洛 － 庞蒂认为，至关重要的

事情在于，“决不能把社会学研究与我们关于社会性主体的经验（当然

既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通过举动、故事或同伴的写作而感知到

的行为）割裂开来”（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１０１）。 社会学家如果想要用

某种“方程式”来表达某一社会，那么这一方程式也一定要具有社会性

才会被理解。 社会学家若想要理解社会事实，就必然离不开哲学在这

方面的努力所带来的关于社会事实的理解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
１０１）。 当然，这并不是在反对科学化或者科学化的社会学，而是在要

求不能够遗忘“完整的经验”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１０２），而这一点也

并不意味着用偏见取代了“事实本身”在科学之中的地位。 梅洛 － 庞

蒂坚持认为，“事实”和“意义”是可以共存的，也就是说，关键在于理解

“社会是如何能够既自在，又在我们中存在的（ｅｘｉｓｔ ｂｏｔｈ ｉｎ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ｉｎ
ｕｓ）”（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１０２）。 同时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对于某物的反省，首先并不意味着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消解原有的事

实，而是要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要追寻事物的根源：“反思不再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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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既有事物的秩序的通往另外一种秩序的过程；反思总的来说更是

一种对于我们扎根其中的方式的敏锐察觉”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
１０５）。 就此而言，在现象学运动中出现并随即成为重要主题的生活世

界概念和我们所寓居其中的语言概念就变得特别重要。 梅洛 －庞蒂的

工作又回到了处境的概念，落实在了对于世界的理解之上。
所以，在梅洛 －庞蒂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必须要基于如下现象学的

发现才得以可能：“知识必须要基于这样一个无可指摘的事实：我们在

处境中，并非像一种客体在客观空间中一样。 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处境

是源泉，于其中，我们才有了好奇、探索和兴趣；他们首先针对的是作为

我们自身处境之变体的他者处境，然后是被他者的生活所照亮了的我

们自己的生活（作为他者生活的变体）”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１１０）。
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在社会学研究中，尤其是在质性研究中，个体的经

验与作为整体的人的经验联系起来。 而在梅洛 － 庞蒂看来，这既是作

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基本前提，也可以是其研究对象。 “只有关于主体

间性的哲学意识，才能够让我们理解科学知识”（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
１１０）。 所以哲学与社会学并不应该相互隔绝，反而是互为一体、彼此

不可或缺的。 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不将社会理解为一种客体，而是“从
我的处境开始，并且当我在我自己内部意识到这种社会即我（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ｉｎｅ）的意识”（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１１２），才是一种真正“面
向社会事实本身”的社会学研究。

从 １９４８ 年的《意义与无意义》一书，到 １９５９ 年的《从莫斯到列维 －
施特劳斯》一文，梅洛 － 庞蒂逐步清晰地表达出了他对于“社会事实”
的理解。 梅洛 － 庞蒂非常清楚法国社会学的传统，尤其是涂尔干对于

社会学的界定———希望确立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而不

再用观念的方法来研究社会。 然而梅洛 －庞蒂对涂尔干的批评恰恰在

于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因为“涂尔干将社会视为一种外在于个体的

实在”（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ａ：８９ － ９０）。 他认为，这种法国社会学的传

统无法真正进入被研究者，因为在这里“社会学家成为一个绝对的观

察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ａ：９３；１９６４ｃ：１１５）。 这样做的效果似乎是社

会学家“可以随意漫步于其观察的客体之上”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
１１５）。 在这样的研究传统中，缺少“对于其客体的耐心细致的进入，缺
少和它的沟通”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１１５）。 然而这种沟通和进入极

其重要，因为“社会的并非集体意识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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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的”（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ａ：９０）。 所以梅洛 －庞蒂主张要更新

我们对于科学或客观性知识的理解，或者说更新我们对于知识的理解。
就社会学的方法论来说，关于人的社会学知识，如果要追求真正的客观

性，那么就“要求我们检讨事件中的‘主观性’因素”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１９６４ａ：９１）。 也就是说，真正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必须要认识到，关于人

的科学认识同样是由人作出的，绝非简单的沉思，而是尽可能去理解他

人的行动，“并非是在设定一种客体，而是在与一种存在的方式进行沟

通”（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ａ：９３）。 也就是说，梅洛 － 庞蒂对于社会科学

的这种理解和要求来自他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理解，研究不仅仅是研究，
而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相遇和沟通：“在这一刻，我认识到，我的经验，
恰恰由于它是我自己的经验，使得我与非我相接触了，即我感知到这个

世界和他人，所有那些被客观性思维置于远处的存在者，都与我近在咫

尺。 或者反过来说，我认识到了我与他们的亲和力；我有能力与他们相

呼应，理解他们，回应他们。 我的生命绝对个体化又绝对普遍化”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ａ：９４）。

梅洛 －庞蒂认为，在法国社会学的传统中存在着向这种理解推进

的趋势。 在涂尔干之后，莫斯的工作正好在这一点上有所发展，有着不

同的理解社会的方法论。 莫斯强调研究者必须要反思自己进入现象和

解释现象的方式：“这种解读就在于理解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形式”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１１５）。 对于莫斯来说，这就必然要求进入生活

世界———社会事实不再是一种实体（ｒｅａｌｉｔｙ），而是“一套符号的有效系

统或者符号价值的网络，是要进入到个体深处的”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１９６４ｃ：１１５）。 但是这些围绕在个体周围的“规定”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并不意

味着会取消个体。 我们没有必要在个体和群体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

择，因为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总体，区别不过是丰富性的多少而已。 在

这种将社会视为一个符号系统的过程中，梅洛 － 庞蒂认为莫斯“提供

了一种同时尊重个体、社会实体与文化多样性，使他们相互渗透的方

法”（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６４ｃ：１１６）。 从莫斯到列维 －施特劳斯，法国的社

会人类学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逐渐明晰起来。 在列维 － 施特劳斯这

里，社会事实最终“既不是物也不是观念，它们是结构”（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１９６４ｃ：１１７）。 梅洛 －庞蒂用语言结构和言说的关系类比这种结构：生
活在社会中的主体未必会意识到他所在的结构，而只是视其为理所当

然，主体并非占有结构，而是“寓于其中”。 这种结构就是一种意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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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将社会事实理解为结构，并没有取消社会的厚重感，“社会本身就

是关于各种结构的结构” （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１９６４ｃ：１１８）。 在这一理解下，社会研究者在研究中，必然要同时反思自

我和他人在生活世界上的相遇，反思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的界限。

四、结语：重返马克思的历史假定

从《行为的结构》及《知觉现象学》中对心理学的经验主义和理智

主义及其所代表的因果思维的批评，再到对他人、反省等概念的现象学

解读，最后到对社会科学的直接反思，梅洛 －庞蒂的研究从身体领域逐

步过渡到了社会历史领域，并从研究者的角度反思了社会科学对于事

实之“观看”或者说理解。 对于梅洛 － 庞蒂来说，这不仅仅是理解人的

生存结构的基本思路，更是理解社会和历史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要

具备的视角。 梅洛 －庞蒂拒绝简单地依附种种传统二元对立之中的任

何一方，而是坚持着清醒、审慎的态度，试图在理解命运之偶然性的基

础之上，还原出一个人和人共存于其中的世界。 这是梅洛 － 庞蒂从存

在主义现象学的角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正如马克思通过批判

此前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所主张的那样，对于人的理解，要当做“感性的

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２０１２ｃ：
１３３）。①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梅洛 － 庞蒂所理解的意义不在琐碎的

经验材料和感性表象中，也不在绝对而封闭的主观精神世界和理性能

力中，而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关联与表达中。 这一现象学存在主

义式的马克思主义，既非超越而存在的乌托邦，又非纯策略性的政治，
而是历史与哲学真正的融合。 这样一来，观念与事实的对立，主体和感

性世界之间的界限以及片段的历史和超验的人性的二分都重新找到了

弥合的可能性。 通过对知觉的描述和对世界的发现，梅洛 － 庞蒂在存

在主义的维度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转入到了自然和历史世界的变

迁中”（奥尼尔，２０１０：３７８）。 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因为这意味着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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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的理解从此都必须从生活世界开始，以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

解走向僵化与教条。 最后，这一工作对我们理解法国社会学的发展，尤
其是布迪厄（Ｐ．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等人的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可否认，在梅洛 －庞蒂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考之间确实

存在着张力或者说困境（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７９：２０５；波斯特，２０１５：１４１ － １４７）。
这一张力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没有集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上，而是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角度去理解和发展了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了独特的关于社会和历史

的概念以及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梅洛 － 庞蒂向来被称为“含混的哲学

家”（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ｏｆ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这一评价既说明了其思想中的局限

性与弱点，也是其独特性所在———从其自身的主张来说，这一评价恰好

表明了真正的思想所应该持有的态度：面对事实本身，冷静地提出问题

并承担提问的责任，拒绝简单粗暴地给出看似明确但却虚幻的答案。
用奥尼尔的话说，这正是他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意义所在，也就

是：“恢复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假定”（奥尼尔，２０１０：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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